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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

【编者按】２０１２ 年 ４ 月初，第四届“中国公共预算研究”全国学术研讨会在我校成功举行。这次
会议由我校公共管理与绩效评估研究院承办，来自全国的几十位专家学者及业内人士参加了会议。

与会者提交了 ５８ 篇优秀论文，本刊特约其中部分稿件，以飨读者。

我国预算执行中超收超支的形成机制及治理

孙玉栋，吴哲方

（中国人民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北京　 １００８７２）

［摘　 要］近几年，我国预算执行中的超收和超支问题随着超收规模和超支规模的扩大而引起广泛关注。国内
学者对于超收的形成原因进行了诸多探讨，普遍认为超收是超支的决定因素。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超收和超支形

成机制的结果显示：虽然超收是超支最初产生的直接原因，但是地方政府支出需求的刚性和对资金自由裁量权的

追求形成了对超收的“倒逼机制”，尤其是 １９９４ 年分税制改革后地方财力与事权不匹配所产生的支出缺口，使得地
方政府逐渐对财政超收产生了路径依赖。解决超收和超支问题最根本的措施是防止超收与超支的直接转化。此

外，如何加强预算约束，从技术、行政和法制层面控制超收规模也是下一步改革中需要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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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部门预算改革、参与式预算等一系列公共预算改革的日趋深化，预算执行过程中的

超收超支问题引起了学者和业界的广泛关注。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我国的财政超收额和超支额分别
为 １８０ 亿和 ７０ 亿元，２０ 世纪末已经突破 ６００ 亿，而 ２００７ 年，我国财政超收额更惊人地达到 ７２３９ 亿元
的水平。《２０１１ 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２０１２ 年预算报告草案》中相关数据的统计结果显示，２０１１ 年中国
的财政超收收入创历史新高，保守估计将达到 １４０２０． １ 亿元。综合 ２０００ 年以来的每年超收情况，近
十年来政府的超收收入超过了 ５ 万亿元。如此巨额的财政超收不仅导致大量资金游离于预算之外，
弱化了财政监督，与之相应的财政超支额也使得地方政府支出刚性加强，出现了财政支出“前低后

高”甚至“年底突击”的“独特风景”，不断拷问政府的财政资金配置和使用的公信度。

毫无疑问，理清政府财政超收超支的逻辑关系和形成机制，进而提出控制财政超收和超支规模的

改革措施，是下一步预算改革中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国内学者对于超收的形成原因进行了诸多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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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普遍认为超收是超支的决定因素［１ ３］。事实是否如此？本文拟通过理论和实证研究分析超收和超

支的形成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解决超收超支问题的措施。

二、我国预算超收超支的现状分析

（一）不断扩张的超收超支规模

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在预算和决算之间出现的差异常常被视为正常现象。而近几年“预决算

偏离度”这个概念之所以浮上台面，为人们所关注，正是因为超收和超支规模的持续扩大。从 １９９４ 年
分税制改革后，我国的财政格局发生了重大的改变，财政的超收规模和超支规模也开始急速膨胀。现

以超支额为例：１９９５ 年全国财政超收额为 ５００ 亿元左右，２０００ 年开始突破 １０００ 亿元，２００４ 年逼近
３０００ 亿元，而 ２００７ 年更达到历史新高，创出 ７２３９ 亿元①的高点（详情参见表 １）。

表 １　 我国预算执行中的超收超支情况（１９８２—２０１１ 年） 单位：亿元

年份 超收规模 超支规模 年份 超收规模 超支规模 年份 超收规模 超支规模

１９８２ １９１． ９６ １８． ８１ １９９２ １５７． ４９ ２６９． ６９ ２００２ ８８８． ８１ ８８８． ４６
１９８３ ２１４． ３６ ３０． ４５ １９９３ ４６５． ５８ ５６０． ０５ ２００３ １２１３． ９３ １３１３． ２
１９８４ ３８０． ７２ １７７． ９ １９９４ ４５８． １５ ３６３． ４８ ２００４ ２８２６． １３ ２８２４． ８７
１９８５ ５５９． ６７ ２７９． ７８ １９９５ ５４９． ８ ５６２． １４ ２００５ ２３７２． ９８ １６７５． ２８
１９８６ １１８． ７９ ３９． ７１ １９９６ ５３５． ８１ ５５０． ５２ ２００６ ３９１９． ６２ ２０４９． ３２
１９８７ ４３． ６１ ２１． ５７ １９９７ ２５３． ２ ２４４． ０６ ２００７ ７２３９． １８ ３２６６． ５
１９８８ ７３． ５２ ３８． ２６ １９９８ １９２． ２７ ６９４． ６ ２００８ ２８４４． ３５ １８０６． ６６
１９８９ ２１６． ０７ ２５． ６５ １９９９ ６３４． ６８ ６３４． ６８ ２００９ ２２４６． ８８ ６４． ９３
１９９０ ７６． ０２ ５６． ９９ ２０００ １０５７． ４６ ８５８． １ ２０１０ ９１５０ ５０４５
１９９１ １６７． ７８ １９． ６８ ２００１ １６２５． ８４ １６２５． ７９ ２０１１ １４０２０． １ ８７０９． ６７

　 　 数据来源：根据历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与预算草案报告》及《全国决算表》中的相关数据计算得出。

与财政超收超支现象相关的一个词叫超收率，或者称为偏差度［３］。

超收率（即预决算收入偏差度）＝［（决算收入数 －预算收入数）／预算收入数］１００％
超支率（即预决算支出偏差度）＝［（决算支出数 －预算支出数）／预算支出数］１００％
之所以要引入超收率和超支率，是因为超收额和超支额是对绝对规模的衡量，而超收率是超收与

当年财政预算的相对误差比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与超收额相比，在剔除了各年的财政收入基数因

图 １　 ２００１—２０１１ 年我国超收率和超支率一览
数据来源：根据历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与预算草案报告》及全国财政

收入和支出决算表中的相关数据计算得出。

素后，超收率的纵向比较更能直

观地反映出预决算偏离程度的

变化情况（尽管不同年份的比较

还要受一些其他因素的影响）。

根据上述公式计算出来的

２００１ 年至 ２０１１ 年我国的超收率
和超支率如图 １ 所示，从中可以
看出，近十年来，我国的超收率

和超支率整体上呈现出上升的

趋势，在 ２００７ 年达到最高点，超
收率和超支率分别为 １６． ４３％和 ７． ０２％，这与表 １ 中超收超支的绝对规模趋势是相符的。

（二）超收与超支之间的“直通车”

除了整体上增长的趋势外，我们还注意到，无论是从表 １ 的绝对额还是图 １ 的相对率中，均可见超
收与超支之间大体呈现出一个正向的变动关系。比如从表 １中我们可以看出，超收额在 ２００５ 年至 ２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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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数据来源于财政部网站上的历年财政预算执行报告。



年有一个显著的增长，２００７年达到波峰后下降，２００９年达到波谷，然后 ２０１０年又强势反弹。而超支率也
是如此，在 ２００７年和 ２００９年分别形成拐点。再看图 １ 中的超收率和超支率，前者分别在 ２００４ 年、２００７
年和 ２０１０年达到高点，后者基本上保持相应的趋势，除了 ２００７年的超支率涨幅并不如超收率显著外。

可见，超收和超支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二者的变动频率和幅度都密切相关，高培勇形象

地称之为“超收和超支之间的直通车”［１］。而这个正相关关系正是笔者在下文中阐述超收与超支形

成和转化机制的基础，也是本文进而提出解决方案的着眼点。

三、超收的形成机制

本文将研究重点放在超收超支的形成和相互转化机制上，并以此为出发点，探讨问题的治理路

径。笔者认为，整体机制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其一是超收的形成机制，其二是二者的相互转化机制，即

超收如何产生超支以及超支如何“倒逼”超收，进而产生超收与超支之间的恶性循环机制。此处我们

先探讨超收的形成机制。

图 ２　 超收形成机制图

对于超收的形成原因，学界普遍认为有基

于技术层面的滞后性，比如经济预计增长率与

实际增长率的不相匹配，也有学者直接指出

“收入预测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技术上的，而

是政治的”［４］。笔者倾向于将超收的形成原因

分为客观误差和主观偏离两个部分（见图 ２）。
（一）客观误差

一方面，预算的编制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要涉及众多指标和模型的选择，加之《预算法》

中对地方政府不列赤字的硬性规定，因而在具

体的预测过程中难免会产生测量误差；另一方

面，预算和决算之间的时间差使得通货膨胀、

经济周期以及一次性、偶然性收入等不可预期

的因素在预算执行中显现，从而增加了预算精

确执行的难度。

１． 技术层面的误差
按照西方国家的经验，收入预测的常用方法包括基数法、系数法、比例法和定额法。“收入预算编

制，按照国内生产总值、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等经济增长预期指标，参考各项税收和税基的对比关系和弹

性系数，来测算各项收入；同时考虑到预算年度将要出台的增、减收政策，合理确定财政收入增长幅度和

收入规模”［５］，我们由此可以判断出，我国采用的是基数法的收入预测方式，并且是参照 ＧＤＰ增长预期
和税收计划进行预测和编制的①。而这种编制方法就产生了两个可能导致收入预测出现误差的问题。

此外，地方预算不列赤字的强制约束使得地方政府在年初编制预算和年中具体执行预算的过程

中必然产生不同的客观结果。

（１）计划经济增长率与实际经济增长率的不匹配性
我国历年沿用的预算收入规模测定办法都是在 ＧＤＰ 的计划增幅上外加 ２ ～ ３ 个百分点，近几年

为 ４ ～ ５ 个百分点，但是在具体编制预算的过程中，考虑到经济的实际增长情况，这一比例还会适当缩

·３·

①国务院发布的《关于编制中央预算和地方预算的通知》中规定：“财政收入的增幅略高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幅，继续提高财政收入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小。以 ２０１１ 年为例，ＧＤＰ的计划增幅为 ８％，按照规定，预测的财政收入增幅应为 １２％（８％ ＋ ４％），
但是考虑到巩固和发展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成果、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需要，全国财政收入预

计仅为 ８９７２０ 亿元，比上年增长 ８％①，而 ２０１１ 年财政收入实际增幅为 ２４． ８％，高于预期增幅 １３． ５ 个
百分点，巨额的财政“超收”也就不足为奇了。２００３ 年至 ２０１１ 年 ＧＤＰ、财政收入预测差异、超收率和
超支率参见表 ２。

表 ２　 ＧＤＰ、财政收入预测差异、超收率和超支率一览 单位：％

年份
ＧＤＰ预
期增幅

ＧＤＰ实
际增幅

财政收入理

论预期增幅

财政收入现

实预期增幅

财政收入

实际增幅

ＧＤＰ增
幅预测差异

财政收入增

幅预测差异
超收率 超支率

２００３ ７． ００ ９． １０ １０． ００ ８． ４０ １４． ７０ ２． １０ ６． ３０ ５． ９２ ４． ９５
２００４ ７． ００ ９． ５０ １０． ００ ８． ７０ ２１． ４０ ２． ５０ １２． ７０ １１． ９９ ９． ２８
２００５ ８． ００ ９． ９０ １１． ００ １１． ００ １９． ８０ １． ９０ ８． ８０ ８． １１ ５． １９
２００６ ８． ００ １０． ７０ １１． ００ １２． ００ ２４． ３０ ２． ７０ １２． ３０ １１． ０７ ５． ３４
２００７ ８． ００ １１． ４０ １１． ００ １３． ８０ ３２． ４０ ３． ４０ １８． ６０ １６． ４３ ７． ０２
２００８ ８． ００ ９． ００ １２． ００ １４． ００ １９． ５０ １． ００ ５． ５０ ４． ８７ ２． ９７
２００９ ８． ００ ８． ７０ １２． ００ ８． ００ １１． ７０ ０． ７０ ３． ７０ ３． ３９ ０． ０９
２０１０ ８． ００ １０． ３０ １２． ００ ８． ００ ２１． ３０ ２． ３０ １３． ３０ １２． ３８ ５． ９７
２０１１ ８． ００ ９． ２ １２． ０ ８． ００ ２４． ８０ １． ２ １６． ８０ １３． ５１ ８． ００
　 　 注：①数据为根据历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与预算草案报告》及《全国财政收入（支出）决算表》中的相关数据
计算得出。

②本表中的财政收入理论预期增幅为当年的 ＧＤＰ预期增幅加上固定的百分比差额，财政收入现实预期增幅为每
年的预算草案中公布的数值，财政收入实际增幅为每年的决算表案中公布的数值，增幅预测差异是财政收入实际增
幅与财政收入现实预期增幅的差额。

图 ３　 财政收入预测差异、超收率和超支率的关系图

从根据表 ２ 相关数据绘制
的图 ３ 中，我们更能清晰地看
出，ＧＤＰ、财政收入增幅预测差
异与超收率、超支率基本上呈现

同向的变动关系，尤其是财政收

入的增幅预测差异与超收率之

间基本持平。计划经济增长率

计划与实际增长率之间的巨大

落差很自然地反映于巨额的财

政超收和超支之上。

（２）预测参数本身的复杂性
关于图 ３ 所反映出的信息，笔者还想强调一点，即财政收入增幅预测差异与 ＧＤＰ 增幅预测差异

之间存在巨大差距，而且前者经常呈现出大起大落的趋势，这意味着中国的收入预测误差非常之大，

已非技术层面所能解释。其原因在于收入预测本身所使用参数的复杂性和易变性以及预测技术、预

测方法的不完善和不科学。马蔡琛认为，预算收入预测的准确与否与一国预算管理制度与技术手段

的完善程度呈现较强的正相关关系，总体上呈现为一种渐推渐进的演化过程［６］。而在我国市场经济

建设的初期，由于种种原因而形成较大规模的预算超收，也是符合市场经济发展一般规律的。

（３）地方政府不列赤字
《中国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地方各级预算按照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的原则编

制，不列赤字”，于是地方政府在编制预算时，即使实际计算的结果是收入小于支出，也必须通过技术

性处理将预算编平，在具体执行中通过其他办法增加收入。一位青海财政官员曾透露：“青海省编制

２０１０ 年预算时，预算收入 １０３ 亿左右，而支出则需要 １１０ 亿左右。但到年底还是会平的，因为年度执

·４·

①参见《关于 ２００９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与 ２０１０ 年预算草案的报告》



行中，通过加强征管或一些拨款收入，这些赤字是可以填补上的。”［７］可见，《预算法》中地方政府编制

预算不列赤字的规定迫使地方政府通过其他征收手段平衡预算、弥补实际赤字，客观的预测误差因而

不可避免地产生了。

２． 一次性、政策性、偶然性收入等超常规因素
我国的预算编制和执行之间存在较长的时间差，加之目前我国仍然未能建立一个全面、量化、一

致的宏观经济框架，使得年度预算指标的制定难以在财政政策目标与预算安排的可持续之间实现有

机整合［８］，于是不可避免地在预算执行过程中显现出一次性、政策性等超常规因素导致的连年大量

超收收入（详情见表 ３）。２００８ 年的超收率之所以比较低，很大一部分原因是“２００７ 年财政基数中的
一次性和特殊性收入在 ２００８ 年减少或没有了，收入增幅相应下降”［９］。

表 ３　 超常规性因素对于超收规模影响情况一览

年份

全国财政

超收额

（亿元）

超常规性

因素所占

超收规模

大致比例

超常规性因素

２００７ ７２３９ ３０． ３％

１． 证券市场交易活跃和适用税率提高，证券交易印花税增收 １８２５． ８５ 亿元
２． 出口退税政策调整，减少退税 ４０ 亿元
３． 铁道运输企业出售国有资产收入上交 １９６ 亿元
４． 石油特别收益金全年征收 ５０１． ４ 亿元，增加 １２９． ３７ 亿元

２００６ ３９２０ ４５． ２％
１． 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等国有商业银行股改后利润增加，所得税大幅增收
２． 探矿权采矿权价款收入集中入库
３． 受资源性产品价格上扬等影响的相关行业税收超常规增长

２００５ ２３７２ ２７． ４％

１． 受煤炭、原油、有色金属等基础能源、原材料生产增长和价格大幅上涨以及房地
产行业增长较快等因素的影响，来自这些行业的增值税、营业税等税收大幅度高

于其他行业，约有 ６００ 多亿元增收是超常规的
２． ２００５ 年全国企业所得税增长 ３８． ９％，主要原因是 ２００５ 年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
收入比上年增加 ５０ 多亿元

２００４ ２８２６ ７４． ３％

１． ２００４ 年增值税随投资和工业增加值的过快增长比常年多增加 ７００ 亿元 ～ ８００
亿元

２． ２００４ 年由于出口退税机制改革，比正常年份少退税一个季度，加之平均调低出
口退税率 ３ 个百分点，因此相应少退税近 １０００ 亿元
３． 税务部门清理过渡性账户增加了近 ３００ 亿元收入

　 　 注：资料来源为 ２００３—２００８ 年历年政府预算报告。由于官方公布数字的详细程度有限，本表所列数据较为粗略，
不排除可能有误差或遗漏出现。

３． 通货膨胀率
除了上述两个重要的客观影响因素外，通货膨胀率也是导致收入预测发生误差的原因之一。这

里需要引入“通货膨胀税”的概念。在经济出现通货膨胀时，由于受通货膨胀的影响，人们的名义货

币收入增加，导致纳税人应纳税所得额自动地划入较高的所得级别，形成档次爬升，从而按较高适用

税率纳税，这种由通货膨胀引起的隐蔽性的增税，被称之为“通货膨胀税”。在我国出现通货膨胀时，

由于累进税制的存在，名义货币收入增加会使得政府获得额外的税收收入。从图 ４ 中我们可以发现，
通胀率、超收率、超支率的三条折线基本呈现相同的走势，个别年份由于经济内在的传导效应会产生

滞后期，这是可以被合理解释的。

４． 经济周期波动
西方学者认为，现代市场经济始终难以消除经济运行的周期性波动，这进一步导致了财政收入预

测与实际执行结果之间发生较大偏差。特别是当经济正在步入或者走出萧条的时候，收入预测的难

度更大［１０］。比如在预算编制和执行的时间差内，经济环境发生变化，政府采取了倾向于增税的相机

抉择税收调整政策，就有可能产生较大规模的财政超收。而且经济周期波动与之前提到的通胀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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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通货膨胀率与超收率、超支率关系图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０４—２０１０）》、《２０１０ 年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统计公报中》以及《２０１１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的相关数
据计算得出。

间也是相关的。当经济步入繁

荣期后，往往伴随着通胀的产

生，进而导致超收的出现，反之

亦然。

（二）主观偏离

诚然，技术层面和超规律因

素作用下的客观误差使得预算

执行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

超收和超支现象，但是笔者认为

主观原因导致的偏离才是超收

规模和超支规模不断扩大的根

本原因。但是对于主观原因的分析较客观技术层面更为复杂，“系统地有偏差的收入预测有许多轶

事证据，但是隐含在里面的动机却不容易被理解”［１１］。

１． 超收资金的自由裁量权
按照惯例，每年第一季度各级人大审议批准的本级预算执行情况中并不包括当年超收资金预算

安排。超收资金的规模，通常需要等到预算年度结束之后才能最终具体确定，而在下一年度的预算收

入安排草案中，通常也不包括上年的预算超收资金①。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府对于预算超收资金的使

用拥有极大的自由裁量权。超收资金已然游离了预算监管，甚至成为某些政府部门的“第二预算”。

为了追求更大的资金自由裁量权，各级政府在编制本级预算的时候，会刻意低估预算收入，人为

地扩大超收规模，甚至出现鼓励超收的局面。宁波市 ２００４ 年印发的《财政收入超收奖励办法（暂
行）》分别规定了县（市）分成收入超收奖励办法、各区市级分享收入超收奖励办法以及各区市级固定

收入超收奖励办法，甚至将标准细化到个人。北京市房山区于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发布的《北京市房山区人
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房山区乡镇税收超收分成奖励办法的通知》对税收的超收按不同的额度施行

相应的奖励措施②。类似的举措在山西大同等政府网站上同样可见。

２． 税收计划的层层加码
一方面，在收入压力型的政绩评价体系之下，下级税务部门为提高政绩，普遍追求超额完成税收

计划，往往会自行调整税收征管力度；另一方面，为了防止各级政府部门在收入预算执行中层层指标

加码的问题出现，上级政府在年初确定收入预算增长幅度的时候，不得不适当低估预算收入的增长幅

度，使得收入预算的实际执行结果在经过各级政府指标分解升级后，恰好置于预测的收入增幅期望区

间之内。比如上述提到的房山区政府对各乡镇超收指标的规定，从镇到区都已经产生超收奖励规定，

加码税收收入，那么进一步上升到市、省甚至全国层面时，指标本身就已经被无限放大了。这种“倒

推型”的收入预算预测机制，恰恰是财政收入压力型政绩评价体系所导致的无奈结果［６］。

此外，我们还应该注意到，税收征收率的提升使得地方政府主观扩大超收规模成为可能。近年来

我国税收征收效率大幅度提升，综合征收率已经由 １９９４ 年的 ５０％左右提升至 ２００３ 年的 ７０％以
上［１２］。以增值税为例，其征收率在 １９９５ 年至 １９９７ 年间约为 ５０％，到 ２００４ 年已然提升到 ８５． ７３％。
有学者认为，在当前的中国，支撑税收增长的最主要非经济因素，即税收征管［１３］。支撑税收超 ＧＤ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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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我国自 ２００７ 年起设立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每年从超收收入中调入资金，对超收收入的使用进行了分流处理，但规定下年
不可使用，要转入第三年使用。

各乡镇全年税收实际完成增长比例超过全区平均增幅，其增量部分，区、乡财政体制分成比例由各自 ５０％调整为乡镇分成
６０％、区财政留成 ４０％。对于年终税收超亿元的乡镇（不含良乡、城关）奖励资金 １００ 万元；超过亿元的税收部分，区、乡财政体制分
成比例由各自 ５０％调整为乡镇分成 ６０％、区财政留成 ４０％。



增长的最主要源泉，就在于税收征管水平的不断提升。

四、超收与超支的转化机制

图 ５ 展示了本文研究的超收超支整体机制的第二部分，即超收如何产生超支以及超支如何倒逼
超收，进而产生超收与超支之间“直通车”的现象。

图 ５　 超收与超支的逻辑关系图

从框架中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出，超收主要用于直接弥补当年财政支出，转化为超支收入，以及

结转用于以后年份，流入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而根据笔者计算，总体来说，前者所占比例远远超

过后者，个别年份甚至为后者的 １０ 倍（详情参见表 ４）。
表 ４　 超收收入的分流情况一览

年份
中央预算稳

定调节基金
超收规模 超支规模

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

金占超收比例（Ｒ１）
超支规模占超

收比例（Ｒ２）
Ｒ２ ／ Ｒ１

２００７ １０３２． ００ ７２３９． １８ ３２６６． ５ １４． ２６％ ４５． １２％ ３． １７
２００８ １９２ ２８４４． ３５ １８０６． ６６ ６． ７５％ ６３． ５２％ ９． ４１
２００９ １０１． １３ ２２４６． ８８ ６４． ９３ ４． ５０％ ２． ８９％ ０． ６４
２０１０ ２２５７． ６５ ９１５０ ５０４５ ２４． ６７％ ５５． １４％ ２． ２３
２０１１ １５００ １４０２０． １ ８７０９． ６７ １０． ７０％ ６２． １２％ ５． ８１

　 　 数据来源：２００７—２０１０ 年《全国财政收支决算表》以及《关于 ２０１１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以及 ２０１２ 年预算
草案的报告》。

而且，中央在 ２００７ 年才开始设立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分流超收收入，也就是说在 ２００７ 年之
前，财政超收基本上划归超支收入，形成了巨额的超支规模，这也就是大多数学者将超收作为超支原

因的依据所在。然而学界的研究普遍停留于此，而笔者在本文中更想强调的是，超收与超支的关系不

是单向的接受，而是双向的转化：超支不仅是来源超收，政府支出需求的刚性会对超收产生“倒逼机

制”，逐年扩大的财政赤字迫使超收规模不断扩大。

（一）超收超支转化的理论分析

政府的刚性支出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对超收产生了依赖性，尤其是 １９９４ 年分税制改革后，地方财
力受到削减，而财力与事权的不匹配性产生的支出缺口给地方政府造成了巨大的财政压力，地方财政

赤字连年增长，规模不断扩大。而超收对赤字的弥补效应使得地方政府产生了路径依赖（这就能解

释笔者在上文中提及的分税制后财政超收额、超支额猛增的现象），从而使得超收规模和超支规模不

断扩张。据笔者测算，１９８０ 年到 １９９４ 年间，我国财政的超收规模和超支规模平均年增长分别为
１９． ３３亿元和 ２０． ９８ 亿元，变动幅度较小，离散值分别为 ０． ４５ 和 １． ９９；而 １９９４ 年分税制改革后的 １６
年间，平均年增长分别为 ５４３ 亿元和 ２９２ 亿元，超收超支变动幅度明显增大，超支的离散值更是达到
８． ９２，接近之前 ５ 倍的水平。

图 ６ 为全国财政赤字与超收规模、超支规模关系图。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超收规模、超支规模与
财政赤字间呈现出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即超收对赤字有力的弥补作用。在财政超收和超支规模达到

波峰的 ２００７ 年，全国财政赤字甚至为负，即收入大于支出；而在超收额很低的 ２００９ 年，全国财政赤字
却达到了 ７７８０ 亿元的高度。

而地方赤字与超收超支的反向关系在近几年越发明显。在超收缩小的 ２００８ 年和 ２００９ 年，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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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超收超支与全国财政赤字关系图

地方财政赤字规模明显增

长，增幅分别达到 ３９％和
３８％；而 ２０１０ 年我国超收
收入为 ９１５０ 亿元，很大程
度上弥补了地方财政支出

缺口，因而地方赤字增长

速度明显下降，甚至出现

赤字规模缩小的情况，从

２００９ 年的 ２． ８ 万亿迅速削
减为 ９３０ 亿元（详情参见
表 ５）。由此可见，财政超
收已经成为地方政府弥补

赤字的重要手段之一，这恰好与笔者在上文中阐述的“地方政府受制于《预算法》中不列赤字的规定，

在年初编制预算时必须列平收支表，从而被迫在预算执行中采用其他手段扩大财政收入弥补实际赤

字，进而形成超收”的结论相呼应。

表 ５　 超收规模与地方赤字关系 单位：亿元

年份 超收规模 地方赤字增幅 年份 超收规模 地方赤字增幅 年份 超收规模 地方赤字增幅

２０００ １０５７． ４６ １５． １２％ ２００４ ２８２６． １３ １７． ８８％ ２００８ ２８４４． ３５ ３９． ４９％
２００１ １６２５． ８４ ３４． ６１％ ２００５ ２３７２． ９８ １５． ５７％ ２００９ ２２４６． ８８ ３８． ０７％
２００２ ８８８． ８１ ２６． ９２％ ２００６ ３９１９． ６２ ２０． ６３％ ２０１０ ９１５０ － ９６． ７３％
２００３ １２１３． ９３ ９． ０７％ ２００７ ７２３９． １８ ２１． ７６％ ２０１１ １４０２０． １ － ９１． ２２％

　 　 数据来源：地方赤字增长幅度根据《中国统计年鉴（１９９６—２０１１）》以及《关于 ２０１１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以
及 ２０１２ 年预算报告的草案》的相关数据计算得出，超收数据同表 １。

（二）超收超支转化的实证分析

在从理论上简要说明了超支如何“倒逼”超支后，笔者将采用定量的研究方法，量化二者之间的

相关关系。鉴于上文分析的 １９９４ 年后超收与超支的异常情况，笔者从表 １ 中截取了 １９９６ 年至 ２０１１
年我国财政的超收与超支情况，并通过 ＥＶｉｅｗｓ软件对二者进行求导。

表 ６　 财政超收和超支变化情况关系表

ＹＥＡＲ ＣＳ ＣＺ ＬＮＣＳ ＬＮＣＺ ＹＥＡＲ ＣＳ ＣＺ ＬＮＣＳ ＬＮＣＺ
１９９６ ５３５． ８１ ５５０． ５２ ６． ２８ ６． ３１ ２００４ ２８２６． １３ ２８２４． ８７ ７． ９５ ７． ９５
１９９７ ２５３． ２ ２４４． ０６ ５． ５３ ５． ５０ ２００５ ２３７２． ９８ １６７５． ２８ ７． ７７ ７． ４２
１９９８ １９２． ２７ ６９４． ６ ５． ２６ ６． ５４ ２００６ ３９１９． ６２ ２０４９． ３２ ８． ２７ ７． ６３
１９９９ ６３４． ６８ ６３４． ６８ ６． ４５ ６． ４５ ２００７ ７２３９． １８ ３２６６． ５ ８． ８９ ８． ０９
２０００ １０５７． ４６ ８５８． １ ６． ９６ ３． ６８ ２００８ ２８４４． ３５ １８０６． ６６ ７． ９５ ７． ５０
２００１ １６２５． ８４ １６２５． ７９ ７． ３９ ３． ０７ ２００９ ２２４６． ８８ ６４． ９３ ７． ７２ ４． １７
２００２ ８８８． ８１ ８８８． ４６ ６． ７９ ３． ６４ ２０１０ ９１５０ ５０４５ ９． １２ ８． ５３
２００３ １２１３． ９３ １３１３． ２ ７． １０ ７． １８ ２０１１ １４０２０． １ ８７０９． ６７ ９． ５５ ９． ０７

　 　 注：①表中数据为根据表 １ 中相关数据由 ＥＶｉｅｗｓ软件计算分析所得。
②表中的 ＣＳ和 ＣＺ分别代表超收额和超支额，ＬＮＣＳ和 ＬＮＣＺ分别为对二者求导后所得数值。

１． 协整分析
表 ７　 协整检验（Ｊｏｈａｎｓｅｎ Ｃｏ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ｚｅｄ
Ｎｏ． ｏｆ ＣＥ（ｓ） Ｅｉｇｅｎｖａｌｕｅ Ｔｒａｃ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０． ０５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Ｐｒｏｂ． 

Ｎｏｎｅ ０． ６５５６４６ １５． ６３０１４ １５． ４９４７１ ０． ０４７７
Ａｔ ｍｏｓｔ １ ０． ０４９１０７ ０． ７０４９５８ ３． ８４１４６６ ０． ４０１１

　 　 数据来源：根据表 ６ 中数据由 ＥＶｉｅｗｓ软件计算分析所得。

首先，我们运用 Ｊｏｈａｎｓｅｎ的极大似
然法对超收额变化水平和超支额变化

水平之间进行协整检验，得出关于二者

是否存在长期稳定关系这一问题的

答案。

从检验结果表 ７ 中可以看出，迹统

·８·



计量为 １５． ６３０１４，大于显著性水平为 ５％的临界值 １５． ４９４７１，因而拒绝零假设，即认为超收额与超支
额之间的变化情况存在协整关系。进一步检验协整关系的个数，一个协整关系的假设条件下迹统计

量为 ０． ７０４９５８，小于显著性水平为 ５％的临界值 ３． ８４１４６６，因而接受零假设，即超收与超支的变动之
间只存在一个协整关系。

２． 格兰杰因果检验
协整检验可以揭示变量序列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无法揭示变量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

系，格兰杰因果检验为解决这类问题提供了一种很好的思路和方法。检验结果如表 ８ 所示。
表 ８　 Ｇｒａｎｇｅｒ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表

Ｎｕｌｌ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Ｌａｇｓ Ｆ值 Ｐ值 结果

ＬＮＣＺ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Ｇｒａｎｇｅｒ Ｃａｕｓｅ ＬＮＣＳ
ＬＮＣＳ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Ｇｒａｎｇｅｒ Ｃａｕｓｅ ＬＮＣＺ １ １． ７６１１５

３． ６１８１２
０． ２０９２
０． ０８１４

拒绝

拒绝
ＬＮＣＺ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Ｇｒａｎｇｅｒ Ｃａｕｓｅ ＬＮＣＳ
ＬＮＣＳ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Ｇｒａｎｇｅｒ Ｃａｕｓｅ ＬＮＣＺ ２ １． ５４１６２

４． ２００２６
０． ２６５６
０． ０５１５

拒绝

拒绝
ＬＮＣＺ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Ｇｒａｎｇｅｒ Ｃａｕｓｅ ＬＮＣＳ
ＬＮＣＳ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Ｇｒａｎｇｅｒ Ｃａｕｓｅ ＬＮＣＺ ３ ２． ５０４５５

２． ０１３９４
０． １５６１
０． ２１３５

拒绝

拒绝
ＬＮＣＺ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Ｇｒａｎｇｅｒ Ｃａｕｓｅ ＬＮＣＳ
ＬＮＣＳ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Ｇｒａｎｇｅｒ Ｃａｕｓｅ ＬＮＣＺ ４ ２． ４４９５１

０． ５１４９８
０． ２４３８
０． ７３５３

拒绝

拒绝

　 　 数据来源：根据表 ６ 中数据由 ＥＶｉｅｗｓ软件计算分析所得。

从检验结果中可以看出，滞后

１ 至 ４ 期中，超支变化情况均
为超收变化情况的格兰杰原

因，反之亦然。这说明超支的

变化与超收水平之间具有明显

的因果关系。

３． 脉冲函数分析
在证明了二者之间具有相

图７　 超收变化水平对超支变化水平的脉冲响应图
资料来源：根据表 ６ 中数据由 ＥＶｉｅｗｓ 软件

计算分析所得。

互的因果关系后，我们将进一步通过脉冲函数分析得出

具体的响应值，即将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量化。

图 ７ 为超收波动对超支变动的脉冲响应图。从图中
可以看出，超收的波动对超支的变化情况的脉冲响应除

第 ７ 期外始终处于正水平，即超支的变化对超收的扩张
起到正向的冲击作用。

４． 回归分析
在通过格兰杰因果分析二者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因

果关系后，我们再通过回归分析将二者的因果关系具体

量化。表 ９ 为 ＥＶｉｅｗｓ 软件计算得出的超收变动对超支
变动的回归系数表。通过表中的数据我们可以得出：

ＬＮＣＳ ＝ ０． ６９２２５ＬＮＣＺ ＋ ２． ５３６２６２
表 ９　 超收变动对超支变动的回归系数表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Ｓｔｄ． Ｅｒｒｏｒ 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Ｐｒｏｂ．
ＬＮＣＺ ０． ６９２２５０ ０． ２０３９１９ ３． ３９４７３４ ０． ００４４
Ｃ ２． ５３６２６２ １． ４６２４８５ １． ７３４２１４ ０． １０４８

　 　 数据来源：根据表 ６中相关数据由 ＥＶｉｅｗｓ软件计算分析所得。

即当全国超支额增加 １％时，超收额会
增加 ０． ６９％。而通过表 １０ 我们可以看出，
从 １９９４ 年后，我国的超支额变动幅度很大，
个别年份甚至超过了 １００％的水平，由此产
生巨额的财政超收也就顺理成章了①。

表 １０　 超支变化幅度一览表

年份 １９９６ １９９７ １９９８ １９９９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超支增幅 － ２． ０７％ －５５． ６７％ １８４． ６％ － ８． ６３％ ３５． ２％ ８９． ４６％ －４５． ３５％ ４７． ８１％
年份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超支增幅 １１５． １１％ －４０． ７０％ ２２． ３３％ ５９． ３９％ －４４． ６９％ －９６． ４１％ ７６６９． ９％ － ２６． ４１％
　 　 数据来源：根据表 ６ 中相关数据计算得出。

通过上述的理论和实证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出现巨额的财政超收和财政超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９·

①虽然限于官方数据量有限、分析工具的不完善以及分析过程中可能遗漏一些变量（比如周期性波动给经济和财政收入带来的
变化等因素）等，但是本文的定量分析结果还是能在某种程度上说明我国财政超收与超支之间变化关系的一些状况的。



在于预算支出约束机制不强，超出预算范围的额外支出对财政收入形成“倒逼”，迫使财政出现超收。

五、超收超支的控制措施

从上述分析的超收超支形成和转化机制的两部分框架入手，本文认为未来控制超收规模和超支

规模有两条途径。

（一）采取根本措施，防止超支“倒逼机制”，切断超收与超支之间的“直通车”

笔者认为，抑制超收与超支之间的直接转化是解决我国预决算偏差过大的根本路径。当每年的

财政超收额无法直接用于弥补当年财政支出时，一方面，主客观原因导致的收入预测偏差可以结转到

以后年份进行资金的合理安排；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也不能从财政超收中获得无限的资金裁量权以满

足支出的刚性需求。因此，如何防止超收与超支的直接转化是下一步改革的重点问题。

从图 ６ 中可以看出，中央于 ２００７ 年设立了“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从而分流了一部分超收资
金，形成“蓄水池”，有效减少了“体外循环”，但笔者认为，由于使用时间的限定，此举仍有局限性。按

照规定，当年的超收收入在下年不能使用，而需纳入国库，顺延至第三年度。例如 ２０１１ 年的预算已在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底已基本确定了规模和项目，２０１０ 年的超收结转以后年度，却并不能在第二年安排使
用，而是须等到 ２０１２ 年才能支出，那么这笔超收收入需要在国库里滞留，一年的时间差不可避免地会
导致资金使用效益差问题；而且，在各级政府财政资金已经出现捉襟见肘的情况下，将大量超收资金

沉淀于国库实属不科学之举。此外，对于流入“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的比例缺乏明确的规定也给

地方政府预留了很大的空间。

对于有学者提出的“建立超收资金的专门附属预算和专项审计监督体系，约束预算超收资金管

理的自由裁量权”［６］，笔者认为这不失为一个好的举措，但是这一办法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需要进

行成本效益分析，而且技术含量较高，应谨慎选择。

（二）加强预算约束力，控制财政超收形成机制

我国预算软约束的现状不仅限制政府预算管理职能的发挥，影响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效果，而且

是腐败的重要源头。硬化预算约束，完善预算编著技术，理清政府间考核机制以及加强人大的审计和

预算监督都是控制财政超收的形成的路径。

１． 技术完善
预算编制过程中涉及大量复杂的技术方法，包括指标、模型等，需要通过改进技术和方法来提高

预测的精确度，以便更好地做好预算编制工作。因此，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完善编制技术以缩小预决

算偏离度是很有必要的。

一方面，合理修正预算编制方法。如前所述，一直以来我国都是采用基数编制方法，以 ＧＤＰ和税
收收入增加的速度为参照指标，加上固定比例得出年度的财政收入和支出增幅。由于预测增幅和实

际增幅之间巨大的差距以及指标本身的复杂性，年终决算对于预算数据产生严重偏离。笔者认为，应

该对现阶段的预算编制法进行合理修正，使得 ＧＤＰ增长预期和税收计划更贴近现实水平。
另一方面，适当引入超常规因素权重。由于预算编制和执行之间的时间差导致的一系列超常规

的因素以及其他一次性、偶然性和政策性收入致使的预算执行过程中巨额的超收超支现象需要引起

重视。在预算编制过程中可以适当地纳入超常规因素指标，进行权重计算。当然，由于目前中国的预

算编制水平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而且考虑到西方国家对于经济周期因素的把握也不甚准确，技

术人员还需要作出很大的努力，但这应该成为技术的改革的方向。

２． 改变政绩考核机制，实现税收计划和依法征税更有机的结合
目前政绩考核机制下，各级税收部门为了提升政绩都将指标层层加码，日益完善的征税体系使得

税务部门的主观增收成为可能，从而导致预测与执行之间产生了巨大的税收收入落差。对于政绩考

·０１·



核体系，笔者认为有必要作出调整，适当弱化“收入”在政绩考核中的权重。当然，税收计划与实际收

入的脱轨并不意味着我们要舍弃税收计划。虽然综合征税率逐年提高，但总体上我国税收流失较为

严重，在缺乏更适宜的考核税收工作质量替代标准的条件下，舍弃计划不可行。而且，单纯地取消税

收计划意味着对政府预算的否定。当然对于税收计划我们需要进行渐进式的改革，与政府预算紧密

结合起来，比如严格规定收入预测工作的开展时间，规范预测数的调整修订安排等。

３． 完善法律制度，提升预算的法律层级，建立收入预测的法律机制
预算的最高层级应该是法律问题，对于目前我国预算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包括本文讨论的执行中

的超收超支现象最后都应该上升到法律的高度去探讨。比如，《预算法》关于地方政府不列赤字的规

定是预算收入客观误差的重要来源之一，这种硬性约束是否应该适当修改？此外，目前我国预算的法

律层级还较低，由此产生的种种不规范行为加剧了超收超支的形成。为此，我们应该提升立法层级，

并建立完善的收入预测法律机制。西方学者普遍将收入预测机制分为三项要素：正式的过程、正规的

机构和透明度［１４］。笔者认为，当前我国预算中最需要注意的是透明度问题。信息越详细，越是有利

于提升数据的质量，透明度是提高预测准确性的关键。为此，我们应该加强人大对于预算的审查和监

督力度，包括落实监督法，加强对超收的事前和事后监督等措施。

六、结语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１． 我国的预算和决算之间存在不可避免的客观误差。首先，我国在采用以 ＧＤＰ 增速为参照系
的基数法编制预算时，由于预测增速与实际增速的不符以及指标本身的复杂性和可变性，与决算发生

了较大的偏离。其次，受《预算法》规定的约束，地方政府在编制预算中必须通过技术性手段将本不

平衡的预算编平，迫使地方政府通过其他手段取得财政收入弥补实际支出缺口，进而形成客观超收。

最后，预算的编制与执行间的时间差使得一些不可测因素（比如通货膨胀率和经济周期以及一次性、

偶然性和政策性收入等超常规因素）对预算的精确度产生了影响。

２． 由于超收收入是游离于预算监管之外的，政府对于这部分资金的安排有较大的自主权。为了
追求更大的资金自由裁量权，一些地方政府存在刻意低估预算甚至鼓励超收的行为。此外，税收体系

的政绩考核制度是收入压力型的，各级部门和政府为了提高政绩层层加码，迫使中央在年初制定预算

时预留空间，在这种“倒推型”的收入预测机制下，巨额的超收超支规模也就不足为奇了。

３． ２００７ 年之前，我国的财政超收基本上直接转化为当年的超支，从这个层面上来说，超收是超支
产生的直接原因。２００７ 年后，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的设立分流了一部分财政超收额，形成了财政
“蓄水池”，对控制体外资金循环产生了一定的积极意义。然而，不可忽视的是，大部分的超收额还是

转化为了超支，而且通过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笔者突出强调了超支对于超收的“倒逼机制”，超支

是超收的格兰杰原因，并且对超支的变化产生正向的脉冲影响。政府的支出需求形成的机制性超收

已远非技术层面可以解释的问题。

４． 通过对于超收超支的形成和相互转化机制的分析，笔者认为，首先，未来解决超收与超支问题
的根本途径在于防止超收超支的直接转化。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能起到一定的缓和作用，但其对

于使用时间的规定以及对于比例限定的缺失都弱化了效果。其次，通过完善预算编制技术以及改变

税务机构的政绩评级系统，同时处理好税收计划与依法纳税的关系，这些都是从超收层面上加以控制

的路径选择。最后，对于超收超支问题的分析不能仅限于技术和行政层面，而是应该上升到法律高

度，完善《预算法》相关规定，提高我国预算的法律层级，形成完善的收入预测法律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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